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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在人为”与“成事在天”*

———中国社会的机会信念与代内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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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既有研究较多关注机会信念的形成，却较少探讨其对个体

发展的影响。在中国情境下分析机会信念的效用，对引导积极的社会
心态、畅通社会向上流动渠道具有现实意义。本研究以 2010年中国家
庭追踪调查数据中的 18 ～45岁群体为样本，考察机会信念及其组合对
其在 2010—2022年代内流动结果的影响。结果显示，优绩主义信念能
促进农民阶层向上流动，但兼有宿命主义信念会阻碍其流动; 混合型

机会信念对一般非农阶层的代内向上流动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本研究
构建阶层视角下的“可控性感知”理论框架，以阐释上述发现。本文尝试
推动学界与公众对机会信念与阶层流动、社会公平之间关系的思考。
关键词:优绩主义信念 宿命主义信念 结构主义信念 代内

流动 阶层差异

一、引 言

个体的机会信念( opportunity belief) ，通常被界定为个体对于在当前
社会中如何实现成功或取得领先地位的认知与判断，是对达成此类目标

所需条件的理解与把握( McCall，2013; McCall et al．，2017) 。①已有大量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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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证实，个体持有何种机会信念，是其社会经济地位、既往社会流动经历、

家庭与社区环境、工作与教育场域、地区发展水平，乃至国家制度特征等
多重结构性因素作用的结果( Kunovich ＆ Slomczynski，2007; Merolla et al．，
2011; Ｒeynolds ＆ Xian，2014; 李忠路，2018; Lei ＆ Yu，2021; Wang ＆
Olivos，2024; Tang et al．，2026; 赵青矣、史海钧，2026) 。然而，既有研究偏
重于对形成机制的解释，较少考察机会信念作为一种心理动因，如何作用

于个体的发展过程与结果。

在中国情境下探讨这一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国社会的机会
信念呈现复杂的“马赛克式”结构，其形成根植于特定的历史与现实条件。

一方面，中国有深厚的优绩主义( meritocracy) 制度传统。科举制所确立
的“学而优则仕”的人才选拔机制，新中国成立后推行的以竞争实现分流
的高考制度，以及市场化改革所强化的以能力为核心的经济回报模式

( Cao，2004) ，共同构成了优绩主义信念生成与延续的制度基础。改革开
放以来，广泛的社会流动机会与较高的绝对流动率( 李路路、朱斌，2015;

李路路等，2018) 巩固了“努力—成就”正相关的社会共识。

另一方面，近期有社会心态研究表明，中国公众对努力与能力可带来

经济回报的信念强度，呈现一定程度的弱化态势( Alisky et al．，2025) 。这
或可被视为以绩效原则为核心的机会信念，也就是优绩主义信念，在当前

社会中出现动摇的表现。优绩主义信念动摇有两个可能的原因。其一，

日益显性化的社会分层现实对优绩主义信念构成挑战。伴随市场化改革
的纵深推进，中国社会的代际传递效应有所增强，个体的教育获得及经济

社会成就与其家庭背景之间的关联度出现上升趋势，社会流动的空间受

到一定制约( 李路路等，2018; Zhou ＆ Xie，2019) 。其二，针对优绩主义制
度本身的批判性反思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该信念的社会心理基础。优
绩主义制度可能会掩盖社会不平等，催生出“傲慢的精英”与“耻辱的失
败者”，这一群体差异会损害社会共识。同时，在个人层面，它也易引发心
理焦虑，损害合作精神与多元价值。这些潜在后果促使学界与公众重新
审视其正当性与可持续性 ( Young，1958; Breen ＆ Goldthorpe，2001;
Madeira et al．，2019; Sandel，2020; 冯婷，2023 ) 。在此背景下，与优绩主义
制度相耦合的绩效信念亦被置于批判与省思的话语之中。受此影响，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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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对绩效信念具有替代性或抵抗性的机会信念逐渐浮现。一方面，部分
群体倾向于采纳结构决定论的认知框架，认为个体成功主要受制于阶层

出身，个人努力难以突破由结构性位置所施加的限制。另一方面，近年来
“躺平文化”“哥布林模式”( Goblin mode) 等带有防御性悲观色彩的社会
心态开始流行，个体通过自我弱化、放弃自我负责的价值伦理，以一种消
极顺应的姿态接受既成处境，从而构成对优绩主义激励机制的隐性拒斥

( 廉思，2022) 。

与现实变化相对应，既有研究中机会信念的概念外延已显著拓展。

早期研究多将优绩主义认同或绩效原则认同视为机会信念的核心内容

( 李忠路，2018，2019; 唐明昊、李忠路，2022; 柳建坤，2024) ，甚至等同于其
全部内涵。近年来，学者对机会信念的讨论逐步扩展至成就归因观念( 黄
超，2025) 、社会分层信念( 李适源、周洁，2025 ) 等更为广泛的领域，形成
了以“努力必有回报”的优绩主义信念、“社会位置决定论”的结构主义信
念以及“运气主导发展”的宿命主义信念为主要内容的多维机会信念体
系。然而，现有研究尚未系统探讨多维机会信念体系如何影响个体的发展
路径，以及个体在面对多样化的机会信念时如何进行选择与调适的问题。

在上述现实与学术背景下，若干关键议题亟待厘清: 在当前中国社会

中，何种机会信念更有利于个体获取发展回报? 秉持优绩主义信念是否

仍能有效促进个体向上流动? 若个体倾向于认同非优绩性因素对社会成

就的决定作用，这又将对其自身的发展产生何种影响? 对这些问题的回

应，不仅关乎中国社会价值观与信念体系的塑造，更对理解当下中国如何

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激发社会活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究机会信念对个体代内流动结果的具体影响。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简称 CFPS) 2010—
2022 年的纵贯数据，本文选取 2010 年时年龄为 18 ～45岁且受访时有工作
的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检验他们彼时的机会信念如何影响其在随后 12 年间
的社会流动状况。本研究将进一步揭示上述影响的阶层异质性。具体而
言，本文将致力于回答以下两个核心问题: 第一，个体所持的机会信念对其

实现向上流动的实际效应为何? 第二，上述效应在不同社会阶层间是否存

在显著差异? 若存在，其可能的作用机制、理论意涵及政策启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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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 一) 中国社会的机会信念

优绩主义信念作为一种重要的机会信念，其核心在于: 个体将在社会

结构中成功获取优势地位归因于优绩因素，而不是非优绩因素。然而，何
谓“优绩”? 虽经历长期争论，“优绩”这一概念却始终缺乏普适性定义，
原因可能在于“优绩”本身的情境依赖性———其内涵与边界需置于具体社
会语境中方能明晰。在社会流动这一特定领域，西方学界主要将优绩分
为三类: 一是智商( IQ) 与天赋( talent /gift) ，前者是个体与生俱来的认知
潜能，后者是个体先天具备的卓越行事能力，二者均具有显著的生物决定

性特征; 二是能力( ability) 与造诣( accomplishment) ，这一维度更强调通过
后天习得与持续实践所形成的技能体系( Shepelak，1989) ; 三是个体对自
身能力的调用意愿及强度 ( Ｒeynolds ＆ Xian，2014; Xian ＆ Ｒeynolds，
2017) ，涵盖抱负( ambition) 与努力( effort) 等主观能动性要素。值得注意
的是，西方话语下的优绩主义存在一个特征，即对能力来源的区分被着意

淡化，无论是先天禀赋还是后天习得，均被统一纳入“能力表现”的阐释框
架。这种认知方式与中国社会的相关理解存在显著差异。在中国语境
下，先天性才能在社会认可度方面远低于后天努力所得的能力。这种差
异根植于儒家文化传统之中。儒家通过“人皆可以为尧舜”“君子生非异
也”①强调天生资质并非成才的关键因素; 又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②

凸显后天努力的重要性。这种“化性起伪”③的理念，不仅塑造了社会对
公平竞争的价值期待，更成为维系传统社会秩序的重要文化机制。因此，
在中国社会情境下，能力与努力构成了优绩因素的核心维度。其中，受教
育水平常被作为能力的替代指标( 李忠路，2018，2019) 。上述本土化认知
框架，一方面呼应了西方优绩理论的基本内涵，另一方面凸显了强调后天

努力的价值取向，是我们理解中国式优绩主义信念的重要切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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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优绩主义信念相对，非优绩主义信念则认为非优绩因素决定了个

体在社会结构中能否占据优势地位。相较而言，非优绩因素所涵盖的范
围更为广泛。其中一种非优绩因素是结构性因素，指的是个体在社会结
构中所处的位置，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社会关系。本文将基于此而形成的
机会信念称为结构主义信念( structural beliefs) 。它与结构主义理论密切
相关。该理论认为，个体所处的社会具有其内在结构，无论这种结构是生
产关系、组织制度，还是文化符号，都可能对个体的思维和行为产生严格
的约束( Kurzweil，2017) 。结构主义信念的产生依赖于个体对这些约束的
感知。近年来社会分层领域的研究显示，个体受到的结构性约束，如父代
社会阶层、家庭社会关系等，对于其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作用出现了一定
程度的加强( 李春玲，2014; 朱斌，2018; 李路路等，2018 ) 。这与当前结构
主义信念的产生及传播也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
另一种非优绩因素是宿命性因素。宿命主义信念( fatalistic beliefs)

是指个体认为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取过程存在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且这些

特性决定了最终的结果。如前文所述，优绩主义信念强调个体自身能够
决定的因素，结构主义信念强调个体被赋予的结构位置，这两种信念都隐

含着个体责任观或个体所在家庭的集体责任观( 冯婷，2023 ) 。与这两种
信念截然不同，宿命主义信念倾向于完全否定个体与家庭责任观，转而认

为个体无法控制社会经济地位获取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获取结果的好

坏是由“运气”决定的。运气( luck) 长久以来都并非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
议题。这是由于运气缺乏内在的规律性，使研究者难以对其进行科学合
理的阐释( Sauder，2020 ) 。然而，既有文献大多认为，我们难以否认运气
是塑造不平等结构的重要因素之一( Frank，2016; Streib，2023 ) 。中国传
统哲学思辨中存在着诸多与运气相关的表述。运气大多以“天”“地”的
形象出现，如“成事在天”与“天地不仁”，①表现的是对自然运作的尊重。
在现代化进程中，运气与社会风险相挂钩，开始进一步呈现普遍性与系统

性的特征( Beck，1998) 。从传统到现代，对于运气的解读构成了中国社会
宿命主义信念的来源。此外，中国情境下的宿命主义信念还包含“天赋”
这一具有随机性和命定性因素的认同( Lei ＆ Yu，2021; 黄超，2025 )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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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指出，受中国教育文化中独特的“位育”观念影响( 潘光旦，1997) ，

学生群体倾向于在承认“先赋应得”“各居其位”的基础上接纳优绩主义
原则( 刘铖等，2024) ，这构成了中国社会相对独特的基于天赋的宿命主义
话语。后续分析也会将天赋因素纳入宿命主义信念的框架中进行考察。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三类机会信念并不一定以单一形式存在，个体对

机会的理解往往具有复合性，对某一信念的认同并不排斥对其他信念的

接受( Kluegel ＆ Smith，1981; Ｒeynolds ＆ Xian，2014) 。这也使得中国社会
的机会信念图谱呈现“马赛克式”特征。例如，优绩主义信念可以与宿命
主义信念并行( 刘铖等，2024 ) 。本文认为这是一种“被动优绩主义信
念”，即个体认为，追求绩效的过程会受到先天禀赋或突发外部条件的影
响。与此类似，优绩主义信念也可与结构主义信念共存，形成“条件优绩
主义信念”，即个体认为在获取绩效时会受到家庭背景等结构性条件的制
约或强化。既有研究已注意到不同机会信念的共存关系，但多将机会信
念简单划分为优绩与非优绩两类，仅考察二者是否并存或俱无( Zhu，
2025; 李佳丽等，2025; 李适源、周洁，2025) 。相比之下，本文在优绩主义、

结构主义和宿命主义的三分框架下，进一步拓展了机会信念组合的可能

性。因此，本文在分析不同机会信念的效应时，也将尝试识别当前社会中
实际存在哪些信念组合，并探究其如何影响个体的代内流动。

( 二) 理论框架

1. 机会信念与可控性感知
接下来，本文尝试构建机会信念对个体社会流动结果影响的理论解

释框架，具体如图 1 所示。在框架的主体部分，我们借用了心理学家班杜
拉( Albert Bandura ) 于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自我调节理论 ( self-
regulation perspective) 。该理论系统阐释了个体在目标追求过程中实施自
我调节行为的完整运作机制( Bandura ＆ Wood，1989; Bandura，1991) 。我们
聚焦于该机制中的关键变量———“可控性感知”( perceived controllability) ，

并从个人与环境两个层面对其进行阐释( Gurin et al．，1978 ) 。在个人层
面，可控性感知体现为个体运用自身资源以影响目标实现进程的掌控感。

这一层面的关键因素在于个体认识到的可调用资源数量。当个体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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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用资源充足时，其在个人层面感受到的可控性程度便相对较高。而
在环境层面，可控性感知则表现为个体对所处环境约束条件的严苛程度

与机会空间的充裕程度的感知，这也可以理解为个体对其所掌握的资源

在所处环境中所能发挥效用大小的认知。如果个体认为环境条件能够对
其掌握的资源给予积极回报，那么其在环境层面感受到的可控性程度也

会相应提升。更高的可控性感知能够显著增强个体在追求目标过程中的
自我效能感。这意味着个体对自身完成特定目标的能力信念得到强化，
对“我能否达成目标”的判断变得更加积极。这种正向认知有助于提升目
标达成的可能性( Bandura ＆ Wood，1989; Bandura，1991) 。

图 1 阶层视角下的可控性感知理论框架

当个体持有优绩主义信念时，其对于实现向上流动目标往往会具备

更强的可控性感知。从个体层面来说，持有优绩主义信念的个体相信，通
过对自身努力程度的有效调控，例如持续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能够实

现对目标进程的主动掌控。在他们看来，时间与精力是他们所拥有且可
掌控的资源。从环境层面来说，这一群体相信社会分配机制遵循“才能优
先”的原则，认为现有的制度环境为个人发展搭建了公平的竞争平台。他
们要么认为不存在环境约束，要么将潜在的环境约束视为在具备足够才

能的条件下就能够突破的挑战。这种对环境条件的积极认知，让他们认
可时间、精力这类资源在实现目标过程中的效用。在既拥有资源又认可
资源效用的情况下，这一群体对实现目标会产生较强的可控性感知。基
于此，本文推测持有优绩主义信念的个体在向上流动过程中将获得显著

优势。既有研究甚少直接验证这一关系，一个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提供
了难得的经验证据( Lei ＆ Yu，2021) 。该研究指出中国社会中持有更强
优绩主义信念的青少年，在语言和数学方面的认知能力发展会更好。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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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现与上述理论推测相吻合。
然而，一些研究也指出持有优绩主义信念对部分群体可能存在负面

作用。一项基于德国经验的研究发现( García-Sierra，2023 ) ，持有较强的
优绩主义信念会使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的青少年在成年后更易

处于就业不稳定状态，而对出身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的青少年则

无此影响，甚至体现出积极作用。我们可以用环境层面的可控性感知来
解释这一现象。弱势阶层的个体更容易在教育竞争和就业市场中遭遇阻
碍，这种阻碍与他们秉持的优绩主义信念产生冲突，导致个体认为优绩资源

在其所处环境中的效用降低，进而对追求向上流动的目标产生负面影响。
2. 阶层视角下的机会信念与流动后果
优绩主义信念通过可控性感知对个体发展的作用可能存在阶层异质

性。在中国社会，农民与非农阶层的差异是最为基础的阶层差异。这一
方面源于长期的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体制，另一方面也源于市场化改革

后城乡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的差异( Chan ＆ Zhang，
1999; 蔡昉、杨涛，2000; 吴晓刚，2007) 。尽管近年来中国城乡差距呈现缩
小态势，但整体而言，农民群体在经济收入、教育和医疗资源获取、社会福
利保障等方面相较于城市居民和非农群体而言仍存在较大差距( 李实、朱
梦冰，2018) 。因此，在考察优绩主义信念的作用时，我们需要将农民阶层
与一般非农阶层①分开考虑。
本文从可控性感知框架出发，分析农民阶层与一般非农阶层在持有

优绩主义信念时对向上流动的影响。本文倾向于认为，当个体相信努力
与能力可以带来回报时，会认识到自己可以调控时间、投注精力资源，因
此优绩主义信念者在个人层面的可控性感知是足够的。这意味着，优绩
主义信念对不同阶层向上流动的作用，更多取决于环境层面的可控性感

知。对农民阶层而言，优绩主义信念会引导其相信当前的资源分配体系
是公正合理的，环境会等量回馈其付出，从而使他们获得较强的环境控制

感。然而，这种控制感知对农民而言更容易被打破。既有研究显示，出身
于农民阶层的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会面临制度性壁垒，以及城市社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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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的一般非农阶层指排除了高级非体力阶层之后的非农阶层，主要包括一般非体力阶

层以及体力阶层。这一点将在本文的分析策略部分进行详细介绍。



系资源的匮乏、职场默会知识的欠缺( 王鹏，2017) 等不利条件，当个体即使
努力也难以克服这些障碍时，其环境控制感就容易被削弱。相比之下，一般
非农阶层遇到此类障碍的概率相对较低，故在秉持优绩主义信念时，更易维

持较高的环境控制感知。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两个差异性的研究假设。

假设 1. 1: 优绩主义信念对于农民与一般非农阶层的向上流动均存在
正向效应。

假设 1. 2: 优绩主义信念对于农民的向上流动存在负向效应，但对于
一般非农阶层的向上流动存在正向效应。

接下来，本文分析持有结构主义信念与宿命主义信念的影响，及其在

不同阶层中的差异。对于农民群体而言，秉持上述信念会显著削弱他们
在个体层面的可控性感知。他们尽管认识到社会结构位置的重要性，但
也会意识到，自己能够调动并用以应对结构性约束的资源并不充足，缺乏

相应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 他们尽管明白风险具有不可控性，但也清
楚自身可能缺乏足够的识别风险的信息与知识，更难以将有限的资源有

效配置到风险抵御之上。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他们在个体层面产生弱控制
感。在环境层面，上述信念使他们认为社会资源的分配取决于结构性因
素或不确定机遇，而自身所拥有的资源无论是在种类还是在数量上，都无

法保证从环境中获得积极回报，因此资源效用较低，他们对环境的可控性

感知也低。在个体和环境的可控性感知都比较低的情况下，秉持结构主
义和宿命主义信念的农民群体在代内阶层向上流动过程中将处于显著劣

势。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2。

假设 2: 结构主义信念与宿命主义信念对于农民的向上流动存在负向
效应。

本文进一步考察一般非农阶层在持有结构主义信念时的状况。与一
般农民不同，非农阶层跨越了农与非农的结构壁垒，占据了更好的社会位

置。这种结构位置赋予他们相较于农民而言的明显优势，例如更高的平
均收入、更广泛的社会福利资源可及性等。在结构主义信念的指引下，他
们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身所拥有的这些结构性资源，并相信这些资源能

够在当前的社会分配体系中转化为实际回报。当非农阶层个体持有宿命
主义信念时，他们所意识到的、可资利用的资源范畴可能更为宽泛。相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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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农民，他们有更强的资产流动性，这使他们具备了更强的风险抵御能

力，能够通过“用脚投票”来应对各类负向不确定性。此外，他们还可能在
长期实践中积累起认知资源，从而更能识别机遇、把握机会，以驾驭正向
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他们也充分认可这两类资源在当下风险社会中的
效用。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3。

假设 3: 结构主义信念与宿命主义信念对于一般非农阶层的向上流动
存在正向效应。

由于本文所指的一般非农阶层并不包含高级非体力阶层，其资源储

备在应对结构性约束与风险时仍然会面临挑战。对此，在可控性感知框
架之外，不同阶层在资源调用意愿上亦可能存在不同。损失厌恶理论
( loss aversion theory) 指出，个体对损失的敏感度，远高于同等规模收益所
带来的满足感( Bukodi ＆ Goldthorpe，2022 ) 。换言之，个体往往会优先调
动一切可用资源，以规避潜在损失。这一理论已被社会分层研究者广泛
运用于阐释阶层固化现象———优势阶层凭借资源保护手段巩固地位，而
劣势群体则因过度规避风险而倾向于维持现状，两者共同作用，构成了阶

层固化的重要内在机制。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断: 与农民阶层相比，一般
非农阶层可能具有更强的损失厌恶倾向。当一般非农阶层对结构主义信
念和宿命主义信念表现出较高程度的认同时，他们会积极调动各类资源

以突破结构性约束，即使某些资源当前尚未具备; 同时，他们还会依托风

险应对资源与认知性资源，力求“趋利避害”。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情境
下，宿命主义信念并未削弱个体的责任意识，反而与损失焦虑相互协同，

驱动一般非农阶层为应对不确定性进行系统性准备。换言之，在认知不
确定性的基础上，这一群体通过资源的调动与机会的把握，“最大限度地
拥有了对自我的掌控感”( 文军、吴志鹏，2024: 67) 。

三、分析策略

( 一) 机会信念的测量

既有研究对于优绩主义信念的测量方式经历了从单维测量到多维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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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转变。单维测量的内在假定是，优绩主义信念是一个从非优绩到优
绩的连续统，人们或是相信优绩主义，或是相信非优绩主义，或是处于两

者间的某一位置( Mijs，2021; Zhu，2025 ) 。在这一观点之下，个体的优绩
主义信念强度可通过以下方式测量: 优绩主义信念强度 =对优绩主义的
认同 －对非优绩主义的认同。由于该方式测量的是信念的相对强度，本
文将其称为“相对优绩主义信念”。相对优绩主义信念的测量操作简单、

意涵明确，是相关研究主要采用的测量方法( Ｒeynolds ＆ Xian，2014; 李忠
路，2018; Li ＆ Hu，2021;Wang ＆ Olivos，2024; 柳建坤，2024) 。

然而，这种单维测量方式存在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受非优绩信念的
影响，差值测量法难以充分体现个体对努力、能力等优绩因素的认同，即
无法直观反映“绝对优绩主义信念”。其二，该方法忽略了不同机会信念
之间可能存在的复杂关系。针对第一个问题，已有研究对优绩主义信念、

结构主义信念及宿命主义信念展开独立考察( Lei ＆ Yu，2021; 黄超，
2025) 。这种方式有助于研究者更全面地解析机会信念，但需注意的是，

这种做法可能会忽视不同机会信念之间的组合结构。针对第二个问题，

部分研究采用交叉组合分析、潜在类别分析等方法，尝试揭示数据中潜在
的机会信念结构。已有研究发现，中国社会呈现优绩主义信念与结构主
义信念并存的双重结构特征( Zhu，2025; 李佳丽等，2025 ) 。然而，受数据
可得性与理论框架的限制，这类研究尚未将宿命主义信念纳入分析，这可

能会影响对当前中国社会机会信念体系的观察的完整性。

综上所述，虽然相对优绩主义信念的单维测量为分析提供了简便直

观的工具，但我们仍需进一步考察优绩主义、结构主义与宿命主义三个维
度的机会信念，以揭示绝对机会信念的作用。同时，我们还应分析上述信
念在现实社会中的组合方式，探讨不同信念组合对个体社会流动结果的

影响。本文将按上述思路展开研究。

( 二) 数据与模型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个体机会
信念与代内流动结果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

采用的分析策略是先观测个体在 2010 年的机会信念，再依据其在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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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的代内流动情况，考察机会信念是否对后期流动产生影响，从而
在时间顺序上规避互为因果的问题。研究还控制了受访者的家庭背景
( 父辈阶层) 、教育经历等变量，以减少机会信念的前置因素影响。本文选
取的样本为 2010 年参与调查时年龄在 18 ～ 45 岁，并在 2010—2022 年有
代内流动信息的群体，共 4095 人。

1. 自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是机会信念，其测量数据来自于 2010 年 CFPS

的相关问题。题项内容为:“以下罗列了一些可能影响个体成功的因素，

请您评价对各观点的认同程度。( 1) 社会地位高的家庭，子女的成就也会
大，社会地位低的家庭，子女的成就也会小; ( 2) 富人家的子女，成就也会
大，穷人家的子女，成就也会小; ( 3) 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得很大成
就的可能性就越大; ( 4) 影响一个人成就大小最重要的因素是他 /她的天
赋; ( 5) 影响一个人成就大小最重要的因素是他 /她的努力程度; ( 6) 影响
一个人成就大小最重要的因素是他 /她的运气; ( 7) 影响一个人成就大小
最重要的因素是他 /她的家里有关系”。受访者依据 1 ～ 5 的评分标准对
上述观点进行打分，评分越高表明对该观点的认同程度越高。其中，对教
育与努力的认同构成了“优绩主义认同”，对家庭财富、家庭社会地位及家
庭关系网络的认同可归入“结构主义认同”，对天赋与运气的认同可归入
“宿命主义认同”。

本文对上述认同程度变量采用了三种处理方式。一是计算“相对优
绩主义信念”，具体计算方式为: 相对优绩主义信念 = 优绩主义认同得
分 －结构主义认同得分 －宿命主义认同得分，然后将所得差值做标准化
处理。二是计算绝对意义上的机会信念，具体方式是使用主成分分析方
法将优绩主义认同降维成一个分值，并对结构主义认同、宿命主义认同也
做同样处理。三是使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对七个认同变量进行分类处
理。本文顺次尝试了二至七分类，模型在四分类的时候达到最优拟合度，

贝叶斯信息准则(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简称 BIC) 指标最小; 在五
分类至七分类时，模型拟合度没有明显提升。因此，本文最终使用四分类
信念组合，并将各组合分别命名为: 单一优绩主义信念、优绩主义混合宿
命主义信念、优绩主义混合结构主义信念，以及全混合信念。各组合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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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指标情况展示在分析结果部分。
2.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个体在 2010—2022 年的阶层流动状况。本文采

用的阶层分类框架是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中广泛使用的 EGP 阶层图式
( Erikson et al．，1979) 。在现代社会中，职业阶层既是个体社会成就的综
合体现，也反映了个体的结构位置以及该位置所标示的特定阶层关系。
为了使阶层之间具有明显的序次性，以便对向上流动进行合理测量，本

文借鉴过往研究中的做法( 李路路、朱斌，2015 ; Wang ＆ Olivos，2024 ) ，
将不同阶层进行合并，最终形成四类社会阶层，包括高级非体力阶层、
一般非体力阶层、体力阶层和农民阶层。其中，高级非体力阶层包括管
理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其与一般非体力阶层的划分是基于二者在生

产资料与组织权威上的差别; 一般非体力阶层与体力阶层的划分是基

于体力、非体力劳动的差别; 体力阶层与农民阶层的划分则是基于农业
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差别。
依照同样的标准，本文整合 2022 年追踪到的个体所处的社会阶层

信息，将两个时点的阶层差异作为衡量社会流动的指标。在此测量方式
中，向上流动代表了社会结构地位的重要跨越。例如，从农民阶层向体
力阶层的流动是对农—非农部门壁垒的跨越，这不仅会带来收入水平的
变化，也会造成地理空间、生活方式、资源获取和使用方式的改变。而从
体力阶层向一般非体力阶层或高级非体力阶层的流动，则代表了对体

力—非体力部门壁垒的跨越( Jonsson et al．，2009 ) 。本研究主要关注机
会信念对向上流动的影响，因此将流动结果处理为二分变量( “1”代表
个体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0”代表个体未发生社会流动或发生向下流
动) 。在四分类阶层框架下，向上流动包括了农民向所有非农阶层的流
动，体力阶层向所有非体力阶层的流动，以及一般非体力阶层向高级非

体力阶层的流动。
本研究在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婚姻状

态、健康状态、党员身份、单位、户口、父辈阶层等。① 同时，本文控制了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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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层面的固定效应，并允许省内观测值相关，调整了聚类标准误。在使用
列表删除法剔除含缺失值的观测样本后，本研究共获得 3770 个有效样本
用于向上流动的测量。由于在四分类阶层的框架下，高级非体力阶层并
不会发生阶层向上流动，因此在实证分析过程中本文实际使用的样本量

为 3221 个。

为检验农民阶层与一般非农阶层在机会信念效应上的差异，本文对

两类样本分别展开分析，其中一般非农阶层样本共 1667 个，农民阶层样
本共 1554 个。本文使用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分析，以匹配
因变量类型。为纠正追溯样本可能存在的代表性问题，本文在分析过程
中均使用了个人追踪标准化权重。

四、分析结果

( 一) 机会信念与向上流动的分布

本文首先对中国社会的机会信念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如表 1 所
示。相比于相对优绩主义信念( 偏度 = 0. 07 ) ，绝对优绩主义信念的分
布呈现明显的左偏特征( 偏度 = － 1. 11 ) ，这反映出中国社会存在普遍
且高度的绝对优绩主义认同。图 2 呈现了机会信念组合的指标分布特
征。本研究识别出中国社会存在四种机会信念组合类型，即单一优绩主
义信念、优绩主义混合宿命主义信念、①优绩主义混合结构主义信念，以
及全混合信念。可以看到，每一类信念组合均包含优绩主义信念，这支持
了中国民众普遍持有优绩主义信念这一观点。从表 1 来看，优绩主义混
合宿命主义信念这一类型的占比高达 36. 6%，高于单一优绩主义信念的
30. 1%，而其余两组的占比均不足 20%。在本研究样本中，优绩主义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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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家庭关系认同在优绩主义混合宿命主义信念这一类别中水平较高。这是因为在样本中，
家庭关系认同与运气认同显著相关。我们可以理解为，在面对特定的个体发展阻碍时，
家庭能否提供有效社会关系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使家庭关系作用带有一定的偶然

性。不过，上述解释仅为基于数据事实的初步推测，期待后续研究从实证和理论层面再
做深入解析。



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从组合视角看，优绩主义混合宿命主义信念是最为普

遍的机会信念形态。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N = 3770

均值 /百分比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向上流动 0. 26 0. 44 0 1

主要自变量

相对优绩主义信念 0 1 － 3. 13 3. 43

绝对机会信念

优绩主义信念 0 1. 09 － 5. 35 2. 27

结构主义信念 0 1. 35 － 3. 28 3. 30

宿命主义信念 0 1. 13 － 2. 80 2. 77

信念组合

单一优绩主义信念 30. 1%

优绩主义混合宿命主义信念 36. 6%

优绩主义混合结构主义信念 17. 9%

全混合信念 15. 4%

控制变量

年龄( 岁) 34. 16 6. 99 18 45

性别( 1 =男性) 0. 57 0. 49 0 1

受教育年限( 年) 9. 38 3. 98 0 19

婚姻状态( 1 =已婚) 0. 86 0. 35 0 1

健康状态( 1 =健康) 0. 93 0. 25 0 1

党员身份( 1 =中共党员) 0. 07 0. 26 0 1

单位( 1 =体制内) 0. 20 0. 40 0 1

户口( 1 =农村) 0. 68 0. 47 0 1

父代阶层

高级非体力阶层 13. 2%

一般非体力阶层 4. 9%

体力阶层 22. 3%

农民阶层 59. 6%

注: ( 1) 表中结果已经过个人追踪标准化权重加权。( 2 ) 多分类变量在平均值一栏呈现
的是各类别所占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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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四分类机会信念组合

( 二) 相对优绩主义信念与向上流动

本文接下来检验了相对优绩主义信念对于个体向上流动结果的影

响，及其阶层差异( 结果见表 2) 。模型( 1) 呈现的是农民阶层的情况。对
于农民阶层而言，持有相对优绩主义信念对于其实现向上流动存在显著

的正向效应，相对优绩主义信念强度每增加 1 个单位，个体向上流动发生
的相对概率，即向上流动概率与向下流动或不流动概率的比值增加 27%
( e0. 240≈1. 27，P = 0. 004 ) 。模型( 2 ) 中关于一般非农阶层的分析结果则
呈现了完全相反的情况。持有相对优绩主义信念对于该群体实现向上流
动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信念强度每增加 1 个单位，向上流动发生的相对
概率将减少 17% ( e －0. 185≈0. 83，P = 0. 002 ) 。为什么相对优绩主义信念
会阻碍一般非农阶层的向上流动? 秉持优绩主义信念对于一般非农阶层

没有效用吗? 进一步思考相对优绩主义信念的计算方式后，我们不难发

现，仅凭当前的模型，不足以解释优绩主义信念与向上流动的关系。以一
般非农阶层为例，结果显示，相对优绩主义信念强度越低，该群体向上流

动的可能性越高。然而，较低强度的相对优绩主义信念有三种可能的来
源。一是优绩主义认同降低; 二是非优绩主义认同( 包括宿命主义认同或
结构主义认同) 的增强; 三是优绩主义与非优绩主义认同都发生变化，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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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不同。因此，单凭上述分析，我们难以判断优绩主义信念是否具有促
进向上流动的效用。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分别检验三种信念对向上流动
的影响，以厘清这一问题。

表 2 相对优绩主义信念对个体向上流动的影响

向上流动

( 1) 农民阶层 ( 2) 一般非农阶层

主要自变量

相对优绩主义信念
0. 240＊＊

( 0. 084)
－ 0. 185＊＊

( 0. 060)

控制变量

年龄
－ 0. 050＊＊＊

( 0. 013)
－ 0. 038＊＊

( 0. 013)

性别( 1 =男性)
0. 481＊＊＊

( 0. 137)
－ 0. 545＊＊

( 0. 209)

受教育年限
0. 099＊＊

( 0. 033)
0. 186＊＊＊

( 0. 052)

婚姻状态( 1 =已婚)
0. 098
( 0. 292)

0. 224
( 0. 217)

健康状态( 1 =健康)
－ 0. 182
( 0. 456)

0. 164
( 0. 448)

党员身份( 1 =中共党员)
－ 0. 104
( 0. 336)

0. 492
( 0. 329)

户口( 1 =农村)
－ 0. 353
( 0. 704)

0. 073
( 0. 264)

父代阶层( 参照组 =农民阶层)

高级非体力阶层
0. 345
( 0. 287)

0. 153
( 0. 293)

一般非体力阶层
0. 707
( 0. 729)

0. 274
( 0. 317)

一般体力阶层
0. 548*

( 0. 278)
0. 087
( 0. 265)

单位( 1 =体制内)
0. 211
( 0. 242)

截距
1. 832
( 1. 178)

－ 2. 870＊＊＊

( 0. 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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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向上流动

( 1) 农民阶层 ( 2) 一般非农阶层

省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1554 1667

注: ( 1) 数据已经过个人追踪标准化权重加权处理。( 2 ) + P ＜ 0. 1，* P ＜ 0. 05，＊＊ P ＜
0. 01，＊＊＊P ＜ 0. 001。

( 三) 绝对优绩主义信念与向上流动

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分别计算优绩主义信念、结构主义信念、宿
命主义信念的分值，并将三者同时纳入模型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首
先，绝对优绩主义信念对农民阶层的向上流动具有正向作用，但对一般非

农阶层则有负向作用。尽管绝对与相对优绩主义信念的作用方向一致，

但两者均不显著。这是否意味着，以努力与教育认同为基础的绝对优绩
主义信念对于代内流动没有效用? 在中国社会情境下，我们无法轻易做

出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持绝对优绩主义信
念的人群所占比例很高。在本研究的加权样本中，受访者对努力程度和
受教育程度表示认同( 持同意、非常同意态度) 的占比分别为 89. 7%和
80. 6%。农民阶层中对这两者表达认同的占比更高，分别为 90. 2%和
85. 4%。据此，本文推测，绝对优绩主义信念的普遍化可能是其在中国情
境中效用不明显的原因。其次，如前文所说，个体的机会信念可以是一个
复杂组合，仅对三类机会信念进行独立分析，可能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内在

联系，从而影响对结果的解读。

其次，宿命主义信念的作用存在显著的阶层差异。宿命主义信念的强
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民阶层向上流动的相对概率减少 23% ( e －0. 267≈
0. 77，P =0. 005) ，而一般非农阶层向上流动的相对概率增加 21% ( e0. 192≈
1. 21，P =0. 022) 。这意味着，表 2 中呈现的相对优绩主义信念在两类群体
间的作用差异，可能是由于宿命主义信念对两个群体的影响存在差异。然
而，这一结果仍然无法告诉我们，不同机会信念是单独发挥作用，还是通过

组合共同作用于个体的向上流动过程。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考察不同机会
信念组合的作用，以综合判断机会信念对于个体代内流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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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绝对机会信念对个体向上流动的影响

向上流动

( 1) 农民阶层 ( 2) 一般非农阶层

主要自变量

绝对机会信念

优绩主义信念
0. 067
( 0. 048)

－ 0. 099
( 0. 077)

结构主义信念
－ 0. 014
( 0. 058)

0. 014
( 0. 056)

宿命主义信念
－ 0. 267＊＊

( 0. 095)
0. 192*

( 0. 08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截距
1. 691
( 1. 187)

－ 2. 885＊＊＊

( 0. 865)

样本量 1554 1667

注: ( 1) 数据已经过个人追踪标准化权重加权处理。( 2 ) + P ＜ 0. 1，* P ＜ 0. 05，＊＊ P ＜
0. 01，＊＊＊P ＜ 0. 001。

( 四) 机会信念的组合视角

表 4 呈现了机会信念组合对于个体向上流动的影响。对于农民阶
层而言，持有优绩主义之外的信念，特别是宿命主义信念，可能会阻碍

其实现向上流动。与单一认同优绩主义的农民阶层相比，同时持有优
绩主义和宿命主义信念的农民，其向上流动的相对概率降低了 36%
( e －0. 445≈0. 64，P = 0. 008 ) 。持有全部三种信念的农民群体也存在类似
的劣势，与持有单一优绩主义信念相比，持有全混合信念的群体向上流

动的相对概率低 32% ( e －0. 392≈0. 68，P = 0. 076 ) 。与农民阶层的情况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般非农阶层在持有混合机会信念时表现出更高

的向上流动相对概率。持有全混合信念的群体向上流动的相对概率比
持有单一优绩主义信念的群体高 65% ( e0. 427≈1. 65，P = 0. 040 ) 。同时
认同优绩主义与宿命主义的群体，其向上流动的相对概率也较持单一

优绩主义信念的群体高 32% ( e0. 281≈1. 32，P = 0. 155 ) ，不过这一结果
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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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机会信念组合对个体向上流动的影响

向上流动

( 1) 农民阶层 ( 2) 一般非农阶层

主要自变量

信念组合( 参照组 =单一优绩主义信念)

优绩主义混合宿命主义信念
－ 0. 445＊＊

( 0. 167)
0. 281
( 0. 197)

优绩主义混合结构主义信念
－ 0. 298
( 0. 184)

0. 070
( 0. 191)

全混合信念
－ 0. 392 +

( 0. 221)
0. 501*

( 0. 24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截距
1. 917 +

( 1. 123)
－ 2. 994＊＊＊

( 0. 905)

样本量 1554 1667

注: ( 1) 数据已经过个人追踪标准化权重加权处理。( 2 ) + P ＜ 0. 1，* P ＜ 0. 05，＊＊ P ＜
0. 01，＊＊＊P ＜ 0. 001。

基于上述分析结果可知，首先，本文的研究假设 1. 1 获得了部分支
持，而与之竞争的研究假设 1. 2 没有得到支持，即对于农民阶层而言，优
绩主义信念可以促进其向上流动，具体表现为，相对优绩主义信念对于农

民阶层向上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在组合信念中，单一优绩主义信念

具有显著优势。然而，优绩主义信念对一般非农阶层向上流动的正向作
用未得到验证。结果显示，相对优绩主义信念对该群体的向上流动呈负
向影响，绝对优绩主义信念则无显著作用，并且在组合检验中，单一优绩

主义信念亦未表现出优势。其次，研究假设 2 也得到支持。结构主义与
宿命主义信念对农民阶层的向上流动存在负面影响，其中，绝对宿命主义

信念会显著降低其向上流动的可能。当个体在优绩主义信念的基础上混
合了宿命主义信念，或同时混合宿命主义与结构主义信念后，其向上流动

的可能性显著降低。最后，研究假设 3 同样获得支持。结构主义与宿命
主义信念对一般非农阶层的向上流动存在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
绝对宿命主义信念对该群体流动呈正向影响。当个体在优绩主义信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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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混合宿命主义与结构主义信念后，该群体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显著

增加。

基于研究结果，本文发现，对于农民阶层而言，其实现向上流动的核

心动力在于持有单一优绩主义信念。农民群体在宿命主义信念与结构主
义信念削弱的情况下，构建以个体努力与教育成就为核心的认知框架，我

们可称之为“事在人为”式的认知模式。该认知模式能够促使农民将个人
发展成果更多归于可控的个体因素，如是否付出足够努力、目标规划是否
清晰以及执行是否有计划性。通过对这些可控因素的积极把握，他们能
够积累充足的自我效能感，从而推动自身阶层的向上跃升。相比之下，一
般非农阶层的向上流动则依赖于该群体对优绩主义、宿命主义与结构主
义信念的同步接纳，也就是在充分认识结构性约束的同时，承认随机性与

不可控因素的存在，从而形成“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复合型认知框架。

在这一框架下，个体既能调动自身资源，通过策略性选择突破结构限制，

又能接受命运的偶然性，保持灵活应对，避免陷入过度依赖单一路径的被

动局面。回到本文的“可控性感知”理论框架，我们可以认为优绩主义信
念可给予农民阶层更高的可控性感知，而一般非农阶层在可调用资源的

支持下，能够在多元机会信念中获得较强的可控感。

此外，本文有必要进一步讨论以下关键问题: 为何单一优绩主义信念

对于一般非农阶层而言，并不是实现向上流动的“最优解”? 对此，可能存
在两种解释。第一，既有研究已指出，优绩主义信念可能带来一定的副作
用( Madeira et al．，2019; García-Sierra，2023 ) 。它可能使个体的发展目标
趋于单一，过度追求优绩表现。在此过程中，个体往往需要承受较高的心
理压力，一旦遭遇阶段性失败，便可能引发自我价值认同危机，从而不利

于向上流动目标的实现。此类负面效应在一般非农阶层中可能尤为显
著，因为他们面临着更大的阶层下滑风险。第二，一般非农阶层向上流动
的场域与农民阶层相比存在一定差异( Ｒeynolds ＆ Xian，2014 ) 。一般非
农阶层所嵌入的场域往往面临更为多元的资源分配逻辑，从而在一定程

度上消解了单一优绩主义信念的解释力与适用性。单纯依赖优绩主义信
念无法解释复杂的流动过程，一般非农阶层反而可能会忽视结构约束与

风险，导致流动策略失效。上述推论有待后续研究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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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稳健性检验

个体所持的机会信念结构可能受到一系列前置变量的影响。比如，
个体在 2010 年前的流动经历会影响其在当年表达的机会信念。也就是
说，个体所持有的机会信念结构并非随机分配所得。因此，我们需要进一
步处理变量非随机分配带来的选择偏差问题，检验其是否会对本研究的

结论产生影响。为应对这一问题，本文采用逆概率加权法 ( 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ing，简称 IPW) ，依据既有文献，选取可能影响个体机会
信念的关键前置变量( 包括出生世代、性别、受教育年限、户口类型、父辈
阶层及省份等) 加入模型，以估计个体在 2010 年持有特定类型机会信念
的概率。本文通过取该概率的倒数进行加权，在统计上模拟随机化实验
情境，从而有效降低因非随机分配而带来的选择性偏误。本文特别考虑
了与前期流动经历有关的变量，通过在模型中加入父辈阶层来反映代际

流动经历的影响，通过加入受教育年限来反映自身教育经历的影响( 相关

结果详见表 5) 。我们发现，相较于持有单一优绩主义信念的农民，同时
持有优绩主义信念与宿命主义信念的农民，其向上流动的相对概率显著

降低约 35% ; 若农民同时持有三种信念，其向上流动的相对概率下降约
31%，降幅均与原结论接近。至于持有全混合信念的一般非农阶层群体，
其向上流动的相对概率比持有单一优绩主义信念的群体高出 78%，增幅
较原结论的 53%更为显著。整体来看，在采用逆概率加权法对机会信念
的选择性偏误进行校正后，有关农民阶层的实证结果依然与原结论保持

高度一致，而有关一般非农群体的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则在一定程度上得

到了强化。这表明，由机会信念非随机分配所导致的选择性偏误，并未对
本研究的核心发现造成实质性干扰。

表 5 机会信念组合对个体向上流动的影响( IPW加权结果)
向上流动

( 1) 农民阶层 ( 2) 一般非农阶层

主要自变量

信念组合( 参照组 =单一优绩主义信念)

优绩主义混合宿命主义信念
－ 0. 427*

( 0. 172)
0. 327
( 0.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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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向上流动

( 1) 农民阶层 ( 2) 一般非农阶层

优绩主义混合结构主义信念
－ 0. 265
( 0. 178)

0. 067
( 0. 201)

全混合信念
－ 0. 377 +

( 0. 216)
0. 574*

( 0. 24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截距
1. 563
( 1. 276)

－ 3. 992＊＊＊

( 0. 864)

样本量 1554 1667

注: ( 1) 数据已经过个人追踪标准化权重加权处理。( 2 ) + P ＜ 0. 1，* P ＜ 0. 05，＊＊ P ＜
0. 01，＊＊＊P ＜ 0. 001。

此外，为减少个体在高年龄段的流动可能性下降对研究结论的影响，

本文将样本年龄限定在 18 ～ 40 岁，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检验，结果仍支持
原有结论。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聚焦于中国社会 18 ～ 45 岁的群体的机会信念体系，并考察其
对代内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影响，旨在回应“当前社会应如何理性应对多
元化的机会信念”及“优绩主义信念在当下社会中是否仍具效用”这两个
问题。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机会信念的测量方面，由于中国民众存在较为普遍的优绩主

义信念，传统研究对于“相对优绩主义”或是“绝对优绩主义”的单维度测
量都无法很好地解释机会信念对于代内流动的影响。机会信念的组合测
量显示，本文研究样本的机会信念以强且普遍的优绩主义信念为主，其中

优绩主义混合宿命主义信念、优绩主义混合结构主义信念也存在一定比
例。也就是说，结构主义和宿命主义信念多以信念组合的形式出现，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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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其中之一者极少。这反映出本文所关注的群体机会信念的结构特
征，即优绩主义信念占绝对主导，结构主义与宿命主义信念往往与之共

存，而非独立存在。由此，本研究认为，对优绩主义、结构主义与宿命主义
信念的组合测量能够更好地刻画中国社会的机会信念分布状况。

二是机会信念的不同组合方式对代内流动的影响具有阶层异质性。

具体表现为，其一，相较于其他信念组合，单一的优绩主义信念对农民阶

层的向上流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该效应在一般非农阶层中却呈

现相反的情况。因此，单一优绩主义信念的正向作用主要体现在资源禀
赋处于相对劣势的农民群体中。其二，宿命主义信念与结构主义信念构
成了农民阶层向上流动的阻碍因素，尤其是当农民群体倾向于将成功归

因于不可控的运气或天赋时，其实现向上流动的概率显著降低。其三，对
于一般非农阶层而言，若在秉持优绩主义信念的同时，还持有宿命主义信

念与结构主义信念，即形成一种混合型机会信念，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提

升其向上流动的可能性。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正向效应源于三类信念的
组合，而优绩主义混合结构主义信念、优绩主义混合宿命主义信念均未能
产生显著作用。我们可以从中认识到多元机会信念对一般非农阶层实现
向上流动的重要性。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可控性感知的差异可能是
上述分化现象的原因。农民阶层由于受到结构性资源的刚性约束，更倾
向于依赖单一优绩主义信念所构建的强可控性认知，并以此作为驱动自

身向上流动的核心动力。相比之下，一般非农阶层在充分认识结构性壁
垒、了解随机性风险的基础上，能够更为积极地调动现有的资源储备，从
而突破结构限制，对冲不确定性，增加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

本文在对话既有优绩主义信念研究与社会流动研究的基础上，从以

下三个方面实现了拓展。首先，本文发现优绩主义信念的测量方式因社
会情境而异，研究应结合具体情境选择恰当指标，否则易对信念的实际效

用产生误判，这凸显出情境化测量的重要性。其次，本文突破了优绩主义
信念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归因分析范式，转而从结果视角考察优绩主义信

念对代内社会流动的影响。已有关于信念后果的研究集中于认知性后果
( Shane ＆ Heckhausen，2016; Hu et al．，2020) 或单一维度的发展结果( 如认
知能力、是否全职就业等) ( Lei ＆ Yu，2021; García-Sierra，2023) ，鲜少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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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后果。本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机会信念后果研究的范
畴。最后，既有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多从结构性因素( 如制度壁垒、性别
差异、家庭背景、社会资本、教育资源分配等) 的角度分析流动条件( 吴愈
晓，2013; 程诚、边燕杰，2014; 李春玲，2014) ，对于信念因素如何影响社会
流动缺乏讨论。本研究尝试从机会信念切入，提出“可控性感知”分析框
架来阐释个体机会信念差异如何作用于流动结果，为既有研究框架提供

了有意义的补充。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全面认识优绩主义信念在个体发展中的作用提供

了新的理论视角与经验证据。如前文所述，优绩主义信念当前正面临社
会现实与相应制度反思的双重挑战。已有研究指出，对于优绩主义信念
的过分强调，在个人层面容易带来评价单一、焦虑加重、恶性竞争和自我
价值感下降等问题( 冯婷，2023; Tang，et al．，2026) ; 在宏观层面，则既可能
将社会差距合法化、掩盖结构性不平等，也可能激化阶级矛盾、致使社会
撕裂( Young，1958; Breen ＆ Goldthorpe，2001; Madeira et al．，2019; Sandel，
2020) 。本文跳出既有讨论，从社会流动后果的角度，为理解优绩主义信
念的作用提供了新的思路。研究结论显示，对处于相对资源劣势地位的
群体而言，坚守优绩主义信念仍是其实现向上流动的有效路径。尽管非
农阶层借助复合型的机会认知，能够更有效地调配资源以应对结构约束

与随机风险，但这种认知对农民阶层却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这提醒我们，

非优绩主义话语的传播效应存在阶层差异。在同时持有优绩主义信念，

并具备相应资源支撑的条件下，非优绩主义信念可成为非农阶层应对结

构与不确定性风险的“文化资源库”，从而增加其向上流动的可能性。然
而，对于资源劣势群体而言，多元机会信念可能使其难以坚持努力进取的

价值取向，更倾向于将自身发展困境归因于结构与不可控因素的制约，进

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其向上流动的动力。

因此，如何使持有单一优绩主义信念的一般非农阶层获得更多向上

流动的机会，以及如何使农民群体拥有更多资源以减少结构主义和宿命

主义话语对其向上流动的不利影响，成为当前社会面临的双重问题。在
此背景下，建设公平的资源分配体系显得尤为关键。该体系既要减少一
般非农阶层面临的结构性约束与风险，使能力与努力重新成为决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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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要素，也要为农民阶层提供应对结构与风险的必要资源，确保其在

优绩主义信念支撑下保有向上流动的可能。当前社会需要通过推动资源
公平分配、缩小阶层间资源差距，为绩效原则的有效运作奠定结构性前
提，在制度层面增强努力与回报之间关系的可预期性与公正性，从而在承

认结构约束与随机性风险的前提下，保障社会流动机制的良性运转。在
此基础上，鼓励个体构建积极的机会信念，肯定“尊重努力、认可教育”的
优绩主义信念，也就成为了推动社会公平与维持社会开放性的应有之义。
本研究尚存在以下局限。一方面，环境层面的可控性感知不仅受个

体机会信念影响，亦受制于环境特征。对于秉持同一机会信念的个体而
言，身处更强调绩效导向的环境与更认可结构优势的环境，其向上流动的

机会可能存在显著差异。遗憾的是，受限于篇幅，本文未能探讨环境特征
的调节效应，后续研究将进一步深化相关讨论。另一方面，本文考察的机
会信念是 2010 年的情况。近年来，中国社会的机会信念发生了怎样的变
化，这些变化又会对个体的社会流动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都有待后

续的数据收集以及相应研究加以回答。

参考文献:

蔡昉、杨涛，2000，《城乡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第 4 期。

程诚、边燕杰，2014，《社会资本与不平等的再生产———以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收入差距为

例》，《社会》第 4 期。

冯婷，2023，《优绩主义: 价值、批判及其矫正》，《探索与争鸣》第 10 期。

黄超，2025，《先赋与自致的交融:父母的成就归因观念与密集型育儿实践》，《青年研究》第 4期。

李春玲，2014，《教育不平等的年代变化趋势( 1940 － 2010) ———对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再考

察》，《社会学研究》第 2 期。

李佳丽、郑润廷、聂倩，2025，《谁形塑了优绩主义感知? ———优绩主义在中国情境中的实证验

证》，《中国青年研究》第 5 期。

李路路、石磊、朱斌，2018，《固化还是流动? ———当代中国阶层结构变迁四十年》，《社会学研

究》第 6 期。

李路路、朱斌，2015，《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模式及其变迁》，《中国社会科学》第 5 期。

李实、朱梦冰，2018，《中国经济转型 40 年中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管理世界》第 12 期。

李适源、周洁，2025，《社会分层信念与青年心态———基于城乡居民社会态度调查的潜剖面分

析》，《社会学评论》第 6 期。

李忠路，2018，《拼爹重要，还是拼搏重要? 当下中国公众对绩效分配原则的感知》，《社会》第

45

社会学研究 2026． 3



1 期。

李忠路，2019，《子承父志———绩效原则认同感的代际传递》，《社会发展研究》第 1 期。

廉思，2022，《奋斗的青春不“躺平”》，《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http: / /cpc. people. com. cn /n1 /

2022 /0425 /c444418 － 32408567. html) 。

刘铖、余秀兰、云如先，2024，《优绩主义陷阱的本土检视: 从“上下有别”到“先赋应得”》，《社

会》第 4 期。

柳建坤，2024，《不平等、信息媒介与优绩主义认同———社会情境视角的解释》，《社会学评论》

第 6 期。

潘光旦，1997，《位育?》，潘乃穆、张海焘编《寻求中国人位育之道: 潘光旦文选》，北京: 国际文

化出版公司。

唐明昊、李忠路，2022，《大学生的绩效原则认同感及其影响因素》，《青年研究》第 5 期。

王鹏，2017，《“农转非”、人力资本回报与收入不平等———基于分位数回归分解的方法》，《社

会》第 5 期。

文军、吴志鹏，2024，《“确定性偏好”，还是“不确定性吸引”? ———个人不确定性体验及其反

思》，《天津社会科学》第 4 期。

吴晓刚，2007，《中国的户籍制度与代际职业流动》，《社会学研究》第 6 期。

吴愈晓，2013，《教育分流体制与中国的教育分层( 1978 － 2008) 》，《社会学研究》第 4 期。

赵青矣、史海钧，2026，《教育失配、社会流动与优绩主义观念》，《社会学研究》第 1 期。

朱斌，2018，《文化再生产还是文化流动? ———中国大学生的教育成就获得不平等研究》，《社

会学研究》第 1 期。

Alisky，Michael，Scott Ｒozelle ＆ Martin King Whyte 2025，“Getting Ahead in Today’s China:

From Optimism to Pessimism.”The China Journal 93( 1) ．

Bandura，Albert 1991，“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Self-Ｒegulatio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50( 2) ．

Bandura，Albert ＆ Ｒobert Wood 1989，“Effect of Perceived Controllability and Performance

Standards on Self-Ｒegulation of Complex Decision Making.”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 5) ．

Beck，Ulrich 1998，“The Politics of Ｒisk Society. ”In Jane Franklin ( ed. ) ，The Politics of Ｒisk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reen，Ｒichard ＆ John H. Goldthorpe 2001，“Class，Mobility and Merit: The Experience of Two

British Birth Cohorts.”European Sociological Ｒeview 17( 2) ．

Bukodi，Erzsébet ＆ John H. Goldthorpe 2022，“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and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Towards a General Theory.”Ｒationality and Society 34( 3) ．

Cao，Yang 2004，“Behind the Ｒising Meritocracy: Market，Politics，and Cultural Change in Urban

China.”Social Science Ｒesearch 33( 3) ．

55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栏 “事在人为”与“成事在天”



Chan，Kam Wing ＆ Li Zhang 1999，“The Hukou System and Ｒ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Processes and Changes.”The China Quarterly 160．

Erikson，Ｒobert， John H. Goldthrope ＆ Lucienne Portocarero 1979，“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 in Three Western European Societies: England，France and Sweden．”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0( 4) ．

Frank，Ｒobert H. 2016，Success and Luck: Good Fortune and the Myth of Merit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urin，Patricia，Gerald Gurin ＆ Betty M. Morrison 1978，“Personal and Ideological Aspect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trol.”Social Psychology 41( 4) ．

García-Sierra，Alicia 2023，“The Dark Side of Meritocratic Beliefs: Is Believing in Meritocracy

Detrimental to Individuals from Low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Social Justice Ｒesearch 36( 4) ．

Hu，Shi，Xueping Shen，Peter A. Creed ＆ Michelle Hood 2020，“The Ｒelationship Between

Meritocratic Beliefs and Career Outcomes: The Moderating Ｒole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116．

Jonsson，Jan O.，David B. Grusky，Mattew Di Carlo，Ｒeinhard Pollark ＆ Mary C. Brinton 2009，

“Microclass Mobility: Social Ｒeproduction in Four Count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4( 4) ．

Kluegel，James Ｒ. ＆ Eliot Ｒ. Smith 1981，“Beliefs about Stratification. ” Annual Ｒeview of

Sociology 7．

Kunovich，Sheri ＆ Kazimierz M. Slomczynski 2007，“Systems of Distribution and a Sense of

Equity: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Meritocratic Attitudes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European

Sociological Ｒeview 23( 5) ．

Kurzweil，Edith 2017，The Age of Structuralism: From Lévi-Strauss to Foucault. New York: Ｒoutledge．

Lei，Lei ＆ Wei-hsin Yu 2021，“What Does It Take to Get Ahead?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Community Contexts，and Stratification Beliefs Among Youth in China.”Social Forces 100( 2) ．

Li，Angran ＆ Anning Hu 2021，“Community Contexts，Socioeconomic Status，and Meritocratic

Beliefs and Perceptions in China.”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7( 3) ．

Madeira，Ana Filipa， Ｒui Costa-Lopes， John F. Dovidio， Gonçalo Freitas ＆ Mafalda F.

Mascarenhas 2019，“Primes and Consequences: A Systematic Ｒeview of Meritocracy in

Intergroup Ｒelations.”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0．

McCall，Leslie 2013，The Undeserving Ｒich: American Beliefs About Inequality，Opportunity，and

Ｒedistrib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cCall，Leslie，Derek Burk，Marie Laperrière ＆ Jennifer A. Ｒicheson 2017，“Exposure to Ｒising

Inequality Shapes Americans’Opportunity Beliefs and Policy Suppor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4( 36) ．

65

社会学研究 2026． 3



Merolla，David M.，Matthew O. Hunt ＆ Ｒichard T. Serpe 2011，“Concentrated Disadvantage and

Beliefs About the Causes of Poverty: A Multi-Level Analysis.”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54( 2) ．

Mijs，Jonathan 2021，“The Paradox of Inequality: Income Inequality and Belief in Meritocracy Go

Hand in Hand.”Socio-Economic Ｒeview 19( 1) ．

Ｒeynolds，Jeremy ＆ He Xian 2014，“Perceptions of Meritocracy in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

Ｒ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36．

Sandel，Michael J. 2020，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 New York:

Farrar，Straus and Giroux．

Sauder，Michael 2020，“A Sociology of Luck.”Sociological Theory 38( 3) ．

Shane，Jacob ＆ Jutta Heckhausen 2016，“For Better or Worse: Young Adults’Opportunity Beliefs

and Motivational Self-Ｒegulation During Career Ent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40( 2) ．

Shepelak，Norma J. 1989，“Ideological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Beliefs About Economic Justice. ”

Social Justice Ｒesearch 3( 3) ．

Streib，Jessi 2023，The Accidental Equalizer: How Luck Determines Pay After Colleg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ang，Minghao，Angran Li ＆ Xiaogang Wu 2026，“Meritocratic Myth in Mind?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 and Shifting Beliefs About Meritocrac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

Sociology of Education 99( 1) ．

Wang，Peng ＆ Francisco Olivos 2024，“Where Do Opportunity Beliefs Come From? Implications of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 for Beliefs About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in China.”Ｒ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89．

Wilson，George，Vincent Ｒoscigno，Carsten Sauer ＆ Nick Petersen 2022，“Mobility，Inequality，

and Beliefs about Distribution and Ｒedistribution.”Social Forces 100( 3) ．

Xian，He ＆ Jeremy Ｒeynolds 2017，“Bootstraps，Buddies，and Bribes: Perceived Merit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58( 4) ．

Young，Michael 1958，The Ｒise of The Meritocracy 1870 － 2033: An Essay on Education and

Societ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Zhou，Xiang ＆ Yu Xie 2019，“Market Transition，Industrialization，and Social Mobility Trends in

Post-revolution China.”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4( 6) ．

Zhu，Li 2025，“Meritocratic Beliefs in the Vnited States，Finland and China: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Using Latent Class Analysis．”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logy 76( 1) ．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 干一卿)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王鹏)

责任编辑:胡含之

75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栏 “事在人为”与“成事在天”



“Man Makes，Fate Disposes”: Opportunity Beliefs and 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

Outcomes in China Gan Yiqing ＆ Wang Peng 29……………………………

Abstract: Existing studies have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formation of opportunity
beliefs，with limited attention to their impact on individuals’developmental processes
and outcomes. Examining this issue with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society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guiding positive social mindsets and facilitating upward
social mobility. Drawing on data from the 18 － 45 age group in the 2010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opportunity beliefs on their
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 outcomes over the period 2010—2022. The findings show
that among farmers，meritocratic beliefs promote upward mobility，but the coexistence
of fatalistic beliefs hinders such mobility; mixed opportunity beliefs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intragenerational upward mobility of the general non-agricultural
class.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perceived controllability”
from a class perspective to explain these finding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mote
academic and public reflec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portunity beliefs，class
mobility and social equity．
Keywords: meritocratic beliefs; fatalistic beliefs; structuralist beliefs; 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 class disp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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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theoretical lineages of ethical anthropology，it can be seen that
different scholars’preference for the concepts of“morality”and“ethics”reflects
distinct visions of the human． Their discernment of ethical experience shifts between
the tacit state of “ordinary” and moments of “extraordinary” reflexivity．
Furthermore，their attention to the extraordinary of ethics vertically traces a lineag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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